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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屈原戏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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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明代以屈原为主角或配角的戏曲共四部:袁于令的传奇《汨罗记》、吕天成的传奇《神女》和《双栖记》、徐
应乾的传奇《汨罗》,均已亡佚。袁于令创作《汨罗记》一事虽仅属传闻,但确属实;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他的正义性

格,促成他创作了该剧;但创作后不久,其父出于望子成龙的心理将其焚烧。《神女》、《双栖记》是否属于屈原戏,学
术界看法不一,但相关文献和它们的剧情均表明它们是屈原戏;《神女》的作者存在争议,但基本可以认定是吕天

成。关于徐应乾的生平,除了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中的零星记载,明末刘若愚《酌中志》一书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今人的戏曲著作多将《汨罗》写成《汨罗记》,误。以上四剧的关系因《远山堂曲品》模糊不清的记载显得扑朔迷离,

其实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互相参考、抄袭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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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明一代,以屈原为主角或配角的戏曲共四

部①,分别是袁于令的传奇《汨罗记》、吕天成的传奇

《神女》和《双栖记》、徐应乾的传奇《汨罗》,均已亡

佚。关于它们的文献资料甚少,学术界目前还无专

文论述。本文拟汇集相关文献资料,对四部剧作的

相关问题予以考论。
一 袁于令的《汨罗记》
袁于令(1592—1672)②,江苏吴县人。原名晋,

明末改名为于令;字韫玉,一字令昭;号凫公,入清不

久号箨庵;别署幔亭峰歌者、幔亭过客、幔亭仙史、吉
衣道人、白宾;室名有剑啸阁、音室、及音室、砚斋、留
砚斋。他出身吴县名门望族,风流倜傥,性喜音律,
热衷戏曲创作。本为贡生,后因与人争妓除名国子

监。明末入京求官,结果不详。入清后步入仕途,最
后官至荆州知府。顺治十年(1653),以“侵盗钱

粮”[1]程迓亭《赠荆州守袁大韫玉》题下注引,258之罪被免官,回到家

乡,依 靠 朋 友 的 周 济,诗 酒 自 娱。康 熙 十 一 年

(1672),客死于绍兴上虞县。著述丰富,小说有《隋

史遗文》,诗文有《音室稿》(或作《及音室稿》)、《砚斋

稿》(或作《留砚斋稿》),戏曲作品有《西楼记》、《金锁

记》、《鹔鹴裘》、《瑞玉记》、《玉符记》、《合浦珠》、《珍
珠衫》、《汨罗记》、《战荆轲》、《双莺传》等。

学术界对袁于令的生平、著述和思想多有研究,
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对其《汨罗记》一剧,还少有

研究。该剧仅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著录,云:“闻友

人袁凫公有《汨罗记》,极状屈子之忠愤,《记》成乃为

秦灰,不可得见,惟散其事于《神女》、《双栖记》中。
孔坪为此,历历叙致,已是畅其所欲言。”[2]65这段话

有很多值得研究之处,如袁于令是否真正创作过《汨
罗记》? 若是真实的,又是谁烧了它? 他创作该剧的

原因是什么? 笔者拟就这些问题作一番考述,以就

教于学术界。
(一)袁于令创作《汨罗记》的真实性

因为该剧仅见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一书,并
且祁彪佳又说是“闻”,即听说,所以袁于令创作该剧

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笔者认为,要考查其真实性,

501



首先得分析祁彪佳和袁于令之间的关系。
祁彪佳③(1602—1645),浙江山阴人,字虎子,

一字幼文,又字弘吉,号世培,自号寓山居士,明末著

名戏曲家。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任福建兴化府

推官。崇祯四年(1631)升御史,后出任苏州府、松江

府巡按。后因得罪权贵,受到排挤,退居家中达八年

之久。崇祯十五年又被启用为河南道御史。崇祯十

六年因弹劾吴昌时,被改官南京任刷卷。潞王监国

时,出任苏州府、松江府总督。清顺治二年(1645)清
兵大举南下,自知事不可为,自沉殉国。

他一生交友广泛,尤其和袁于令交往颇深④,这
从他《祁忠敏公日记》和《远山堂尺牍》的相关记载中

可以看出。他对袁于令的戏曲才华非常佩服,经常

请教戏曲音律方面的问题,还请他帮忙修改自己所

写和所编的剧本,甚至在写作《远山堂剧品》和《远山

堂曲品》时还请他帮忙搜集剧本。袁于令也确实热

心地给予了帮助。
崇祯八年(1635)八月,袁于令路过山阴,特地拜

望了辞官在家的祁彪佳。祁彪佳创作了四首诗记载

这次相会,在诗中他称袁于令为“素心人”[3]1587,盛
赞他的才华胜过陆机、潘岳。八年后,也即是崇祯十

六年,袁于令在北京候选,祁彪佳在京师任职,二人

再次相见。祁彪佳在《癸未日历》中详细记载了他们

这次 交 往,他 们 有 时 在“月 下 小 酌,出 画 卷 共 观

之”[3]1337,有时“同至莲花庵观水”[3]1338,有时“共素

斋于寺之阁上,共述居园之乐”[3]1338。这次交往前

后达半年之久,两人几乎形影不离。该年八月,祁彪

佳因弹劾吴昌时被迫调离北京,出任南京刷卷。离

开时,袁于令还将家眷托付祁彪佳带回吴江。
由以上材料可知,二人关系非同一般,因此祁彪

佳对袁于令的创作应该非常关注。袁于令创作《汨
罗记》一事,祁彪佳虽是耳闻,但应该事出不虚。

祁彪佳对于此事的态度是严肃的,他没有亲眼

见到剧本,故只说是听说。听谁说的呢? 揣摩《远山

堂曲品》中的那句记载,大致可以推测是听袁于令自

己或袁于令家人说的。因为“记成乃为秦灰,不可得

见”,说明剧本刚写好后就被烧掉了,除了袁于令或

其家人,外人是没有见过剧本的,对剧情自然也就无

从知晓。但是,从“极状屈子之忠愤……惟散其事于

《神女》、《双栖记》中”一句可以看出,祁彪佳很熟悉

剧情。所以祁彪佳只能是从袁于令或其家人那里

“闻”到的。又,从祁彪佳现存文稿来看,祁彪佳一生

没有和袁于令的家人交往过,所以他只能是从袁于

令本人那里听到的。
袁于令会不会是故意杜撰此事,以欺骗祁彪佳

而博取名声呢? 应该不会,因为他极富才华,文思敏

锐,要创作一部戏曲并非难事。如清人雷琳等编撰

的《渔矶漫钞》记载他曾经创作传奇《瑞玉》,“词曲工

妙,甫脱稿即授优伶。群绅约期邀袁,集公所观唱

演。是日诸公毕集,而袁尚未至。优人请曰:‘剧中

李实登场,尚少一引子,乞足之。’于是诸公各拟一

调。俄而袁至,告以优人所请。袁笑曰:‘几忘之。’
即索笔书〔卜算子〕……。语不多,而句句双关巧妙。
诸公叹服,遂各毁其所作。”[4]78

从祁彪佳的角度看,他也不会在《远山堂曲品》
中故意虚构此事以增加好友的名声。因为在他写作

此书的时候(1629年),袁于令早就以《西楼记》名闻

天下,不需要靠弄虚作假来增加名声。
(二)是谁烧了《汨罗记》? 原因是什么?
祁彪佳说袁于令的《汨罗记》“记成乃为秦灰”。

“秦灰”有两个出处,一是指秦始皇焚烧书籍,二是指

项羽焚烧秦宫。无论出自何典,“秦灰”在此之意都

是灰烬。《汨罗记》为何成了灰烬呢? 因相关史料阙

载,无法确知,只能推测。笔者认为,原因应该不出

两方面,一是毁于自然火灾,二是毁于人为。
首先来看自然火灾。在古代,一个家庭失火应

该是件大事。袁家是名门望族,社会交往广泛,若发

生火灾,自家或好友都可能有所记载。但是,现存关

于袁家的所有文献资料,均无相关记载。所以大致

可排除《汨罗记》毁于自然火灾的可能性。
其次来看人为因素,若《汨罗记》果真毁于人为,

那是谁烧了它呢? 是统治阶级因该剧内容触犯了明

代律令而烧了它吗? 还是社会上的某个人认为该剧

在讽刺自己而烧了它吗? 应该都不是,因为《远山堂

曲品》明言“《记》成乃为秦灰,不可得见”,刚刚写好

就被烧了,外人是没看到的。既然外人连剧本都没

看到,又何来烧它之事? 再者,是袁于令本人因为不

满意该剧的质量而烧掉它吗? 应该也不是,因为从

《远山堂曲品》中“极状屈子之忠愤”一句看,此剧内

容应该不错。
那么,究竟是谁烧了它呢? 笔者认为,极有可能

是袁于令的父亲烧毁它的。这可从袁于令的家族背

景、袁于令本人的性格行为方面去推考,还可从《西
楼记》中的相关剧情去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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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家族是吴县名门望族,“家世多循吏文

苑”[5]。据《吴门袁氏家谱》记载,袁于令九世祖袁宁

一在元代曾官海道万户,赐第吴县闻德坊;曾祖袁褒

为太学生,潜心读书,未仕;祖父袁年为万历八年进

士,初任南京兵部武库司主事,最后官至陕西按察

使;叔父袁坊,国学生,历官山西布政使司理问、广东

化州府同知、山西绛州府同知;父亲袁堪为万历二十

八年举人,初任浙江孝丰知县,后官至广东肇庆府同

知。由此可见,这个家族是书香门第,几乎世代皆从

事举子业。
袁于令生于这样的家族,又是贡生⑤,本应修身

律己,集中精力于举子业,但是,他却喜好那些于举

业毫无帮助、被士人视为小道的戏曲。他本人也风

流浪荡,追逐声色之娱,经常过着“晓日珠帘半上钩,
少年走马过红楼”[1]吴伟业《赠荆州守袁大韫玉》,258的生活。最

后 以 至 与 人 争 妓,对 方 “甚 不 平,为 兴 讼

焉”[6]《西楼记》,492,袁父“惧,送子系狱”[6]《西楼记》,492。虽

然有这样的牢狱之灾,但他似乎并未醒悟,年老之时

回忆年轻时的生活,还不无自豪地说:“若仆生神庙

初载耳,借父祖之清华,恣游敖,其视大江以南山水

皆吾园池。而名姝巧笑,倡优狎客之徒,悉家隶也。
歌词一落笔,晨而脱稿,夕遍里巷。过数十日,而海

内管弦而歌。凡北里、善和诸坊曲,氍毹灯烛,高堂

所奏,无非袁生辞也。”[7]《赠袁箨庵七十序》,621

袁于令这样的性格行为,父亲肯定非常生气。
父亲必然希望他专心科举,继续光大袁氏家族。所

以,当父亲看见他创作对举子业毫无帮助的戏曲作

品时,必然愤怒,甚至烧毁。这也可以从袁于令带有

自传性质的传奇《西楼记》的相关情节得到印证。
《西楼记》写宦门子弟于鹃与名妓穆素徽之间的

曲折爱情故事。二人郎才女貌,真心相爱,却遭到相

国的儿子池同和于鹃的好友赵伯将的百般破坏。最

终二人在侠士胥表的帮助下,终成眷属。
剧中的于鹃出身名门,风流倜傥,才华横溢,喜

欢歌词曲赋。父亲于鲁进士出身,为当朝御史。第

四出《检课》写于鲁对于鹃“雄才自恃,杂艺分心,广
结四方之名流,遂袭一时之虚誉”[8]很不满意,担心

他“把举子业看轻了”,于是一天突然去他书房查看,
看到书桌上尽是新写好的用于“付梨园供歌唱”的
“淫词艳曲”,非常生气。于鲁要他看重“文章事业”,
熟读“祖父遗书”,而不许再“去撰著词曲”,最后命令

他杜绝和文友们往来,并烧毁了他写的词曲:

  〔小净应欲下介〕〔外复唤转介〕从今以后,
凡是会文的相公来,都请进厅堂。若是闲人酒

客求诗索字的,一切都回了。
〔小净〕晓得。
〔外〕孩儿过来,你今后一意举业,把所制词

曲,不论已成帙未成帙,已刻版未刻版,都将来

烧了,决不可再做了。
〔生〕孩儿谨尊严命。

第九出《庭谮》写于鲁请于鹃的文社好友赵伯将

前来,询问于鹃的学业情况。赵伯将嫉恨穆素徽和

于鹃相好,趁机在于鲁面前大进谗言。这里再次提

到烧书的事情:

  〔小净〕令郎是高才,原不消十分用功,那曾

有名士甘就时趋。
〔外〕说起名士,一发是他自误张本,只为终

日自负了词坛重名,反把时艺看易了。
〔小净〕须是禁他做绮丽语。
〔外〕前日老夫曾到他书房,见歌曲满案,已

面谕一番,都把来烧毁了,难道又做?
〔小净〕不瞒老先生说,烧得几何? 如今俳

优所习,皆令郎歌曲。须是搜索外面底本,惩治

演习之人,方断其作兴。还须屏外游,锁书斋,
限功夫,精神方聚。

〔外〕唉,药石之言,老夫谨领命了。正是与

君一面语强看十年书。⑥

自《西楼记》在明代盛演以来,就有很多人认为

该剧 是 袁 于 令 的 自 身 写 照,如 宋 起 凤 《稗
说》[9]101-102、顾公燮《消夏闲记摘钞》[10]、袁栋《书隐

丛说》[6]《西楼记》,492等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今人也普遍

认为该剧多少带有袁于令的自传性质,并从人物命

名、人物思想等方面加以考证,如徐扶明的《袁于令

与<西楼记>》[11]57、陆萼庭的《谈袁于令》[12]11-14、周
震麟的《袁 于 令 戏 曲 作 品 的 个 性 特 点 和 人 格 理

想》[13]69-70等。笔者认为,文学作品虽然不等于生活

本身,但来源于生活,剧中烧书情节应该有生活的影

子。现实生活中,袁于令应该有作品被烧的经历。
并且剧中烧书的原因和现实生活中袁于令因为性格

行为可能受到父亲的指责是一样的。所以,大致可

以认为《汨罗记》是他父亲出于望子成龙的心理烧掉

的。
徐朔方、李复波两先生经过详细的考证⑦,认为

《西楼记》作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由此我们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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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知,《汨罗记》的写出时间应该在这之前,是袁于

令非常年轻时的作品。
(三)袁于令创作《汨罗记》的原因

联系剧名看,再联系《远山堂曲品》中“极状屈子

之忠愤”的那句话,可知该剧写了屈原整个一生的悲

剧历程,而袁于令创作此剧时还不到十九岁。他如

此年轻,又过着“晓日珠帘半上钩,少年走马过红楼”
的公子生活,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主题沉重的历史

剧呢? 笔者认为,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极大的

关系。
从万历中期开始,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厌恶群

臣争斗,“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章疏,
中外缺官亦不补”[14]261,导致朝廷政事累积,官僚倾

轧,朋党相攻,整个官场处于阴沉恐怖的气氛中。而

农民起义也前赴后继,仅万历二十八年(1600)至三

十九年(1611)间,就发生了浙江赵古元、福建吴建、
南京刘天绪、保定刘应第等人的起义。边境也面临

着危险,北方边患不息,东南沿海倭寇不断侵扰。整

个明朝陷入风雨飘摇的困境之中。内阁大臣叶向高

上疏道:“今天下必乱必危之道,盖有数端,而灾伤寇

盗物怪人妖不与焉。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
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

衅,四 也。风 声 气 息 日 趣 日 下,莫 可 挽 回,五

也。”[15]6233-6234道出了明王朝内忧外患的根源。
为此,正直的士人和官员无不忧心忡忡,如顾宪

成、高攀龙、钱一本等人。一些剧作家也拿起笔创作

了很多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如沈应召的《去思记》、
冯梦龙的《精忠旗》、叶宪祖的《使酒骂座》和《易水

寒》等。其中很多是历史剧,借古讽今,针砭时弊。
袁于令生于这样的时代,在醉心声色之余,对当时的

腐败混乱也应该有所感悟。并且他生于官宦之家,
长辈们平时议论时政,也极有可能影响着他。所以

他创作《汨罗记》的目的,应该是借屈原忧国忧民的

“忠愤”事迹,讽刺当朝那些无心国事而专心倾轧的

朋党;甚至还有可能借楚怀王宠幸郑袖而疏远忠臣

之事,讽刺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而懈怠国事。
除了时代因素之外,袁于令富有正义感的性格

也是他创作该剧的原因。
众所周知,袁于令有许多让人诟病的事情,比如

他一生都热衷于声色之娱;入清做官,被视为丧失民

族气节;做官后又因“侵盗钱粮”而被免官,等等。纵

览他的一生,看似他确实是一个人品不高的人,不大

可能写出“极状屈子之忠愤”的剧作出来。其实,袁
于令是一位人格非常复杂的作家,除了这些让人诟

病的缺点,他还有让人肃然起敬的一面。比如他富

有正义感,敢于参与反对阉党的斗争。天启年间,以
宦官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专权,横行无忌,祸乱天

下。其中御史崔呈秀是无恶不作,排在阉党“五虎”
之首位;应天巡抚毛一鹭为魏忠贤立生祠不遗余力;
织造局太监李实助毛一鹭打击东林党人,穷凶极恶。
袁于令为此创作传奇《玉符记》和《瑞玉记》对他们进

行揭露和讽刺。《玉符记》“直陈崔、魏事”[16]171,《瑞
玉记》“描写逆珰魏忠贤私人巡抚毛一鹭,及织造局

太监李实,拘陷周忠介事”[4]77-78。由此可见,袁于

令是位无所畏惧、富有正义感的人。虽然这是他三

十七岁的事情,而创作《汨罗记》是他十九岁前的事,
但一个人的性格主要是从年轻时就养成的,一生大

体不会变,所谓“江山易移,本性难改”。所以从性格

特征来看,他也可能创作出《汨罗记》这样一部借古

讽今的历史剧来。
二 吕天成的《神女》、《双栖》
吕天成,正史无传。据他的《曲品》、王骥德《曲

律》、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和《远山堂剧品》等文献记

载,他是浙江余姚人,生于万历八年(1580),卒于万

历四十六年。原名文,字勤之,号棘津,别号郁蓝生。
他出生官宦世家,曾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参加秋

试,失利。他终其一生科场都不顺利,自从对他影响

很大的沈璟、外舅祖孙矿和表伯父孙如法相续谢世

后,“他 逐 渐 转 入 颓 唐,崇 信 庄 老,‘淡 然 入

道’”[17]429。他因从小受家族长辈的指导,嗜好声

律,擅长词曲。后来又和沈璟、王骥德交善,更精于

曲律。创作小说《绣榻野史》和《闲情别传》,《绣榻野

史》今存。创作杂剧《齐东绝倒》(又名《海滨乐》)、
《秀才送妾》、《胜山大会》、《夫人大》、《儿女债》、《耍
风情》、《缠夜帐》、《姻缘帐》共八种。创作传奇《神
女》、《双栖》、《戒珠》、《金合》、《三星》、《神镜》、《四
相》、《四元》、《二媱》、《神剑》、《李丹》、《蓝桥》和《双
阁画善》,共十三种⑧。创作戏曲理论著作《曲品》,
为晚明戏曲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些戏曲

作品除了《齐东绝倒》和《曲品》,均已失传。
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云:“闻友人袁凫公有《汨

罗记》,极状屈子之忠愤,《记》成乃为秦灰,不可得

见,惟散其事于《神女》、《双栖记》中。”据此可知,吕
天成的《神女》、《双栖记》两剧中也有屈原故事,也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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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屈原戏。但是历来研究屈原戏的学者要么遗漏这

两剧,要么只提及《双栖记》而忽略《神女》⑨,其原因

究竟是什么? 两剧的故事情节如何? 并且,有些文

献认为《神女》的作者是吕天成的父亲或者其他人,
这又当如何解释? 这些都值得研究,笔者拟就这些

问题进行考论。
(一)对《曲品》和《远山堂曲品》中相关记载的整

体分析

一些学者遗漏这两种剧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吕

天成在《曲品》中著录王剑池的传奇《春芜》时所说的

那句话:“《春芜》,宋玉事。予曾作《神女》、《双栖》二
记。串插有景,然何必禅寺也? 间为一友赋幽香

者。”[18]243由此他们认为这两部剧作都是写宋玉的

而不是写屈原的。
而另一些学者只提及《双栖记》而忽略《神女》,

原因大概是《远山堂曲品》中的另外一则材料:“《双
栖》,此《神女》改本也。与前绝不同,以《骚》、《雅》供
其笔端,觉汨罗江畔,暗雨凄风;黄陵庙前,暮色斜

照,恍忽如见矣。”[2]131他们觉得《双栖》是《神女》的
改本,改了后才写到了屈原“汨罗江畔”等事迹,因此

《双栖》是屈原戏,而《神女》不是。
这些看法似乎都有道理,因为它们都有相关的

材料作为支撑,并且这些材料要么来自吕天成自己

所著的《曲品》,要么来自大家都在征引的《远山堂曲

品》。若要否定它们,要么就是否定吕天成自己的

话,要么就是承认《远山堂曲品》中的记载自相矛盾。
实情究竟如何? 《神女》和《双栖》究竟是不是屈

原戏? 笔者认为,要澄清这些问题,必须对《曲品》和
《远山堂曲品》中的相关记载进行整体、科学的分析,
而不应该片鳞只爪地抓住其中的部分材料进行片面

分析。这样,才能得出公允的、合理的结论。为了便

于说明,现将《远山堂曲品》和《曲品》两书中关于吕

天成两剧的所有材料罗列如下:

  1.祁彪佳在《远山堂曲品》“能品”中著录徐

应乾的传奇《汨罗》时说:“闻友人袁凫公有《汨
罗记》,极状屈子之忠愤,《记》成乃为秦灰,不可

得见,惟散其事于《神女》、《双栖记》中。孔坪为

此,历历叙致,已是畅其所欲言。”[2]65

2.祁彪佳在《远山堂曲品》“雅品残稿”中著

录吕天成的传奇《双栖》时说:“此《神女》改本

也。与前绝不同。以《骚》、《雅》供其笔端,觉汨

罗江畔,暗雨凄风,黄陵庙前,暮色斜照,恍忽如

见矣。”[2]131

3.祁彪佳在《远山堂曲品》“艳品”中著录吕

天成《神女》时说:“此勤之未解音律时之作。沈

词隐评之,谓:‘东邻客舍,曲有情境,而音律尚

堕时趋。’乃其才情富丽,每一词如万绣齐张,亦
堪配《骚》,亦堪佐《史》。”[2]19

4.吕天成在《曲品》“新传奇品”中著录王剑

池的传奇《春芜》时说:“《春芜》,宋玉事,予曾作

《神女》、《双栖》二记。串插有景,然何必禅寺

也? 间为一友赋幽香者。”[18]243

细细研读这些材料,不难发现,祁彪佳在《远山

堂曲品》中的三处说法是从不同角度说明的,都是准

确的,并非自相矛盾。他先是总体谈论袁于令的《汨
罗记》和吕天成两剧的关系。他认为,袁于令的《汨
罗记》写出后就被烧了,后来的人不可得见,但是剧

中的屈原故事却在吕天成的《神女》和《双栖记》中可

以看到。
然后,他再就吕天成两剧的具体情况进行谈论。

他认为《双栖记》和《神女》是“改本”和“被改本”的关

系,也即是《神女》是《双栖记》的初稿,修改之后,两
剧就“绝不同”了。那么,改的究竟是什么呢? 是故

事情节还是其它? 对此,《远山堂曲品》又透露了一

些端倪:“《神女》,此勤之未解音律时之作。”暗指它

的音律有问题。而吕天成的老师沈璟也曾经批评过

《神女》的音律问题,说它“音律尚堕时趋”[19]899。至

于内容方面,祁、沈二人都没有提出批评,沈甚至赞

扬它说“东邻客舍,曲有情境”[19]899。由此推测吕天

成对《神女》进行的修改,应该是它的音律方面的问

题。那么,经过修改后而成的《双栖记》情况又如何

呢? 沈璟评论之:“《双栖记》即《神女》改本,然与前

绝不同。高唐之梦,玉梦也,何不改正之?”[19]899由
此评论可以大体得知,《双栖记》在音律方面“与前绝

不同”了,但是内容方面没有多大改动,以至沈璟提

出建议:“高唐之梦,玉梦也,何不改正之?”又从祁彪

佳的评论可以看出,《双栖记》的语言因为“以《骚》、
《雅》供其笔端”,从而雅致、形象得多了,产生的阅读

效果是“觉汨罗江畔,暗雨凄风,黄陵庙前,暮色斜

照,恍忽如见矣”。
至于《曲品》中的说法,客观地分析,吕天成的意

思是说王剑池的《春芜》是写宋玉故事的,而自己也

有两部剧作写到了宋玉。他并未说他的两剧只写了

宋玉而没有写屈原。事实上,在戏曲作品中,屈宋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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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经常被共同写到的,如尤侗的《读离骚》和胡盍

朋的《汨罗沙》。
由以上分析可知,《远山堂曲品》和《曲品》中的

记载都是从不同角度说的,每次的说法都是正确的。
所以“闻友人袁凫公有《汨罗记》……惟散其事于《神
女》、《双栖记》中”一句也自然不诬,由此可以确定这

两剧都写到了屈原,都是屈原戏。
(二)两剧的故事情节

从以上“极状屈子之忠愤”、“觉汨罗江畔,暗雨

凄风”、“宋玉事”等语句可知,两剧是以屈宋故事为

主。
从《远山堂曲品》“黄陵庙前,暮色斜照”一句看,

剧中还可能出现了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关于

黄陵庙,韩愈《黄陵庙碑》云:“湘旁有庙,曰黄陵,自
前古立以祠尧之二女、舜二妃者。……尧之长女为

娥皇,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

人也。故 《九 歌》辞 谓 娥 皇 为 君,谓 女 英 为 帝

子。”[20]5679-5680由此可知,在剧中,娥皇、女英又有可

能和《楚辞·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等同起来了。
从梅鼎祚《鹿裘石室集》“文集”卷十八《<神女

记>题词》一文还可知《神女》剧中更多的故事情节。
题词云:

  骚累与日月争光,神女以雨云着梦,后代遂

指大夫之所讽,襄王之所遇者,而诧以为奇,又
一梦矣。芦中人乃复谱出,是以梦解梦者也。
体娴雅而口微辞,殆以宋玉自命乎? 至若吊屈

怀湘,则又茹志于忧国,寓陫于詈余,将亦被放

之辰,行吟之次,以代詹卜耶? 吾闻之,倡优拙,
楚剑 利。是 记 出 倡 优 且 工,吾 不 胜 为 楚 虑

矣。[21]345

“詈余”出自《离骚》,指女媭责备屈原,由此可知

此剧有此类情节。又言“被放”、“行吟”、“詹卜”等,
当是用了屈原《卜居》、《渔父》故事,而写进剧中(《卜
居》云:“屈原既放……往见太卜郑詹尹”云云;《渔
父》言:“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云云)。又

言“吊屈怀湘”,可能还涉及到贾谊的渡湘江而作赋

以吊屈原的故事。由“神女以雨云着梦”一句看,宋
玉《神女》中的内容肯定也被写进了剧中,只是神女

和娥皇女英、湘君湘夫人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不得

而知。“芦中人”指伍子胥,典出赵晔《吴越春秋》:
“子胥既渡,渔父乃视之,有其饥色。乃谓曰:‘子俟

我此树下,为子取饷。’渔夫去后,子胥疑之,乃潜身

于深苇之中。有顷,父来,持麦饭、鲍鱼羹、盎浆,求
之树下,不见,因歌而呼之曰:‘芦中人,芦中人,岂非

穷士乎!’”[22]28-29由此可知,剧中还写道了伍子胥。
“以梦解梦者”说明伍子胥出现在剧中其它人物的梦

中的。由“倡优拙,楚剑利”一句看,剧中还出现了倡

优角色。《说苑》:“秦昭王中朝而叹曰:‘夫楚剑利,
倡优拙。夫剑利,则士多慓悍;倡优拙,则思虑远也。
吾恐楚之谋秦也。”[23]365梅鼎祚对剧中的倡优深为

愤怒,担心他们迷惑楚王、分散楚王治国的精力,从
而对楚国的安危深表忧虑。由此可知,倡优在剧中

的戏份必然不少。《双栖》只是就音律方面从《神女》
改编而来,剧情应该也大致相同。

(三)《神女》的作者问题

关于《神女》的作者,祁彪佳《远山堂曲品》、王骥

德《曲律》等都记载为吕天成。《远山堂曲品》的记载

已见上引,《曲律》有两处记载:

  自词隐作词谱,而海内斐然向风。衣钵相

承,尺尺寸寸守其榘矱者二人:曰吾越郁蓝生,
曰槜李大荒逋客。郁蓝《神剑》、《二媱》等记,并
其科段转折似之;而大荒《乞麾》至终帙不用上

去叠字,然其境益苦而不甘矣。[24]165

同舍有吕公子勤之,曰郁蓝生者,从髫年便

解摛掞,如《神女》、《金合》、《戒珠》、《神镜》、《三
星》、《双栖》、《双阁》、《四相》、《四元》、《二媱》、
《神剑》,以迨小剧,共二三十种。[24]167

王骥德和吕天成交善,所言应该不诬。吕天成

自己也说:“予曾作《神女》、《双栖》二记。”由此,该剧

的作者看似毫无争议,必然是吕天成。后世戏曲著

作在著录《神女》时也直接将它归于吕天成名下。
但是,和吕天成同时的龙膺却认为作者是吕天

成的父亲,他在《重刊纶濦文集》卷二十四《答吕麟趾

太仆》云:

  乃足下《神女记》,英英如百琲明珠,遇合本

奇,才情复丽,大是合作,可必其传。然悉楚事

楚人无能张之者,幸借五色管张之,何哉? 足下

内朗外温,肤清神澈,当代之兰台大夫也,故能

发其余蕴,游戏弊端。[25]241

麟趾为吕天成之父吕胤昌的字。龙膺与吕麟趾

交善,在这封信的开头回忆他们的交往,说:“始仆与

足下同理官,齿相若也,情则肺肝,义则金兰,即生同

胞,第同籍,蔑以加焉。”[25]241由此可知他们同朝为

官,年龄又相当,有着金兰之交。并且从龙膺对该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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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来看,他是阅读过该剧的。据此,龙膺所言应

该不虚。
作者究竟是吕天成还是吕胤昌? 惜乎资料有

限,不能确考。徐朔方推测说:“或是父子合作也。
父代子作,或父子合作而单署子名,以博早慧之美

称。”[26]266但王骥德在《曲律》中这样评价吕天成:
“勤之童年便有声律之嗜。既为诸生,有名,兼工古

文词。”[25]172又说:“勤之制作甚富。至摹写丽情亵

语,尤称绝技。世所传《绣榻野史》、《闲情别传》,皆
其少年游戏之笔。”[25]167由此可知吕天成从小就聪

颖,似乎不必靠父亲这样的帮助来博取名誉。
笔者认为,说作者是吕胤昌仅见龙膺的《答吕麟

趾太仆》,属于孤例,在没有新材料出现的情况下,还
是应当认为作者是吕天成。又,徐朔方据梅鼎祚《神
女记题词》中的“芦中人乃复谱出,是以梦解梦者也”
一句,认为“芦中人”是指《神女》的作者,并说:“似托

名付刻者。”[26]266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芦中人”并非

是指剧本的作者,而是指剧中的人物。
三 徐应乾的《汨罗》
(一)关于徐应乾的生平

徐应乾,正史无传,相关文献极少,最常见的是

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中的零星记载。该书共著录徐

应乾六种传奇,并对每种的内容作了一定介绍,其中

两种涉及到他的一些生平。

  《德政篇》,徐应乾。弘农之渡虎,中牟之驱

蝗,潮洲之驯鳄,被之弦歌,足为治谱。至广宁

迁乌,则徐君自道也。[2]64

“治谱”一词,典出《南齐书》:“琰父子并著奇绩,
江左鲜有。世云‘诸傅有《治县谱》,子孙相传,不以

示人’。”[27]914-915后以“治谱”为称颂父子兄弟居官

有治绩之典。这说明该剧描写了徐应乾的父亲或兄

弟在弘农、中牟、潮洲等地为官,卓有政绩。“广宁”,
明洪武二十三年置,治所在今辽宁北镇县。“则徐君

自道也”这句话又说明该剧还记叙了徐应乾在辽宁

北镇的事情。

  《两诗》,徐应乾。徐君官医巫,以强项为当

事所扼,乃直记其事;而盛斥李宁远、赵中丞,快
其胸臆,不顾悠悠之有口也。[2]64-65

由此可知徐应乾曾官任医巫,但是“强项”指什

么,“当事”又是谁,为什么“盛斥”李宁远、赵中丞等,
很难明白。

近代以来诸多戏曲论著在介绍徐应乾时,无一

例外都引用《远山堂曲品》中“至广宁迁乌”、“官医

巫,以强项为当事所扼”等文字,非常简略,模糊不

清。
其实关于徐应乾的事迹,《酌中志》一书还有一

定的记载。《酌中志》是明末太监刘若愚所著,主要

记叙 了 “由 万 历 朝 至 崇 祯 初 年 中 的 宫 廷 事

迹”[28]前言,1,也兼及宫外之事,是一部“比较翔实可信

的著作”[28]前言,1。该书卷二十一“辽左弃地”详细地

记载了万历、天启年间“全辽沦陷”的前因后果,其中

有徐应乾的一些事情。全文较长,兹录重点于下⑩:

  至万历三十三年春,成梁以宁辽伯总镇辽

东,巡抚则赵公楫,欲将鸦谷关外,将其哈唎佃

子等处地方居民招徕内徙,以邀功赏。时先将

军应祺正任辽阳副总兵,曾具呈阻之曰:……。
奈抚镇贪功之谋已成,见呈大怒,遂多方布阱,
其欲甘心先将军矣。……。先将军由此愤郁成

疾,于本年夏告病回卫,七月三十日抵里,八月

十一日病故。其年冬,抚镇果行文招徕居民,安
土重迁,几至激变。……。遂将膏腴地数百里,
尽为□□所得。

丙午夏,辽镇广宁管饷通判徐公应干,浙江

绍兴人也,目击辽镇边备大坏,条十五事上于镇

抚。首列□□一款,而两老不胜怀忌。至秋七

月,奉按院萧公淳檄委徐公阅察河东十四卫,于
辽阳库庙见先将军呈谏割地之案,不觉冲冠眦

裂,为赋二诗以志不平。其《晓渡青石岭》一律

曰:“深秋于役未曾休,历尽凄凉辗转忧。绝贡

称王宁久服,媚□割地岂良筹? 草头垂露含民

泪,山脚流泉咽戍愁。郑侠丹青今若在,时艰早

已达宸眸。”其《清河堡阅操》一绝曰:“曾闻辟土

得封侯,割地如何秩更优? 可惜殴民分界处,膏
腴多少属东□。”抚镇闻之,遂将徐公捏陷,革职

为民。

□□既得膏腴之地数百里,遂阴怀叛心,隐
忧日滋。自三十四五年后,兵科等衙门宋公一

韩等,各疏劾弃地非是。内有云:“刘副将一呈

而辄死,徐通判二诗而去官。”[28]186-187

李成梁,辽东总兵,《明史》卷二百三十八有传;
赵楫,辽东巡抚。二人贪功贻患、致使全辽沦陷之

事,《明史》多有记载。但他们倾轧副总兵先将军、管
饷通判徐应乾之事,《明史》无载。从以上材料可知

徐应乾的籍贯、在辽东时的官职以及遭到打击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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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和结局,也明白了他的传奇《两诗》剧名的来

历和“盛斥李宁远、赵中丞”的原因。
概之,由以上两书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大致勾勒

出徐应乾的生平:徐应乾,浙江绍兴人,字孔坪,生卒

年不详,万历三十四年(1606)尚在人世。父兄曾在

弘农、中牟、潮洲等地为官,卓有政绩。他曾官任医

巫和辽宁北镇任管饷通判。任通判之时,因见北镇

防备大坏,曾于丙午年夏条陈十五事上书镇抚赵楫,
遭到赵楫和李成梁的怀恨。后赵、李为了贪功邀赏,
不顾副总兵先将军的阻拦,强行迁徙关外之民“内
徙”,致使辽东边疆数百里之地落入敌人之手。丙午

年秋,徐应乾阅察河东十四卫,在辽阳库庙中看见当

时先将军的阻拦信,对赵、李二人更加非常愤怒,于
是写了《晓渡青石岭》、《清河堡阅操》两诗进行讽刺。
赵、李闻知,捏造罪名,将他革职为民。被革职之后,
徐应乾写了大量的传奇作品,记叙自己在辽东之事,
如《德政篇》、《两诗》和《筹虏》等。但除此之外,他何

去何从,因史料匮乏,不得而知。
另外,万历四十年(1612)左右,广东也有一名叫

徐应乾的人,见《千顷堂书目》、《浙江通志》、《广州通

志》。因其籍贯、字、官职、著述均与前面的徐应乾不

同,故在没有新材料出现的情况下,笔者不敢将二人

视同为一人。引录于此,以待学术界察焉: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十一“儒家类”:“徐
应乾,《士林正鹄》四卷,字以清,遂昌人,贡士,
官雷州府学教授,搜辑古人孝、弟、忠、信、清、
慎、勤、敏八行,凡二百余条。”[29]306

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四十五“经籍”:
“《士林正鹄》四卷,黄氏书目:徐应乾著,字以

清,遂昌人。”[30]4174

雍正《广州通志》卷四十一“名宦志各府”:
“徐应乾,仁和人,由岁贡,万历四十年任雷州府

学教授,端庄儒雅,卓有师范,初训英德,著有

《士林正鹄》、《读书正旨》诸书,又汇集《雷州

志》,草编摩未就而去。”[31]

(二)关于《汨罗》的剧名和剧情

据《远山堂曲品》,徐应乾共有传奇《德政篇》、
《两诗》、《筹虏》、《扊扅》、《三迁》、《汨罗》六种,全未

流传下来。关于《汨罗》的剧名,《远山堂曲品》著录

曰:“《汨罗》,徐应乾。闻友人袁凫公有《汨罗记》
……孔坪为此,历历叙致,已是畅其所欲言。”此处明

确说剧名为《汨罗》,而不是《汨罗记》,袁于令创作的

才是《汨罗记》。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反映了祁彪

佳的严谨态度。
清代沈复粲在《鸣野山房书目》卷三“乐府家二

·传奇”中著录了他所看到的“五百五十六种共百六

十二本”完整无缺的“全本”传奇,其中也有“《汨罗》”
一剧[32]95,但是未标明作者名。查阅戏曲目录文献,
元明清三代现存的戏曲剧名中有“汨罗”二字的共有

四种:袁于令的《汨罗记》、徐应乾的《汨罗》、清初郑

瑜的《汨罗江》和晚清胡盍朋的《汨罗沙》。袁于令的

《汨罗记》在写好后就被烧毁了,故当排除;郑瑜的

《汨罗江》是杂剧而非传奇,也当排除;胡盍朋的《汨
罗沙》创作于咸丰元年(1851),而沈复粲是道光三十

年(1850)去世的,故也应当排除。因此,《鸣野山房

书目》所著录的《汨罗》当是徐应乾的作品。这里,也
明确无误地说明徐应乾的此剧名为《汨罗》。

但是,今人的戏曲文献著录此剧多把剧名误写

成《汨罗记》,如庄一拂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傅惜

华的《明代传奇全目》、齐森华等主编的《中国曲学大

辞典》、徐寒主编的《中国艺术百科全书》、邓绍基主

编的《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辞典》等。这大概是错误地

认为《远山堂曲品》“孔坪为此”的“此”字是承前指代

袁于令《汨罗记》一剧。
关于《汨罗》的剧情,大概是徐应乾借题发挥,借

忧国忧民的屈原讽刺无谋误国、倾轧忠臣的赵楫和

李成梁,借不辨忠奸的楚王讽刺神宗和熹宗在处理

赵楫和李成梁之事上的含混。赵楫和李成梁本应处

斩,非但没有,而且他们的子孙要么“送国子监读

书”[28]188,要么“蒙准袭爵”[28]188。这样的结局连《酌
中志》的作者太监刘若愚都感到“窃痛”[28]188,何况

曾经深受其害的徐应乾呢? 徐应乾本人性格直率,
敢说敢为,由创作传奇《两诗记》“盛斥李宁远、赵中

丞,快其胸臆,不顾悠悠之有口也”就可以看出。而

这部《汨罗》,又是“历历叙致,已是畅其所欲言”,其
中必然有辛辣的讽刺。

四 以上四剧之间的关系

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云:“闻友人袁凫公有《汨
罗记》,极状屈子之忠愤,《记》成乃为秦灰,不可得

见,惟散其事于《神女》、《双栖记》中。孔坪为此,历
历叙致,已是畅其所欲言。”这段话虽然在剧目的著

录、剧情的提示方面为后人提供了很多帮助,但同时

又有一些疑点。疑点一:从写作时间上看,难道是袁

作在前、吕作在中、徐作在后? 疑点二:从“散其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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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女》、《双栖记》中”看,莫非吕作借鉴了袁作? 李

复波为此也感到疑惑,在《袁于令的生平及其作品》
一文中说:“这段文字很叫人生疑。……莫非吕取袁

作之关目写入己作? 然而吕天成《曲品》刊行时,其
作已成,袁于令不大可能早此写成本子来。姑记此

待考。”[33]284但他后来并未就此进行考证。这些疑

点牵涉到四剧之间的关系,不得不察,笔者姑作推

考,以就教于学术界。
我们首先来看四剧创作的时间。
(一)袁于令(1592-1672)的《汨罗记》。据本文

第一部分的相关推论可知,该剧的完成时间应该在

万历三十八年(1610)前。若推论仍不足以令人信服

的话,那么此剧的完成时间至迟不会晚于祁彪佳《远
山堂曲品》最终完成之时,也即是1631年췍췍췍。

(二)吕天成(1580-1618)的《神女》、《双栖记》。
据徐朔方先生《王骥德吕天成年谱》考证,《神女》的
完成时间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26]265;《双栖记》完
成的具体时间虽然不得而知,但据吕天成于万历三

十一年(1603)曾将包括此剧在内的十余种戏曲寄给

沈璟批评一事可知,此剧完成时间最迟不会晚于该

年[26]246。
(三)徐应乾(? -?)的《汨罗》。因无其它资料佐

证,我们只能根据《远山堂曲品》的成书时间,推出它

的完成时间至迟在1631年。但具体何年,不得而知。
据此可知,除去徐应乾的《汨罗》,其它三剧完成

的先后顺序是:《神女》—《双栖记》—《汨罗记》。吕

天成《神女》完成时,袁于令才九岁;《双栖记》完成

时,袁于令最多才十二岁。袁于令《汨罗记》不可能

早于吕天成的两剧。那么,祁彪佳为什么要说“惟散

其事于《神女》、《双栖记》中”呢? “散其事”三字给人

的感觉似乎是吕天成参考了袁于令的《汨罗记》,甚
至抄袭了其中的一些情节。

笔者认为,祁彪佳自然知道吕天成不可能参考

或者抄袭袁于令的《汨罗记》,除了完成时间的先后

原因之外,还有《汨罗记》“记成乃为秦灰”,吕天成是

不可能看见的。但他之所以这么说,大概有以下两

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对四个剧本了解的先后顺序来看,他或

许最先知道袁于令《汨罗记》的剧情,于是有了先入

为主的心理基础;当后来读到吕天成和徐应乾的剧

本时,他就无意识地根据自己最先知道的袁于令《汨
罗记》的剧情去评价它们,而忽略了几个剧本创作的

先后关系,无意识地认为自己后读到的就是后出的。
第二,从他与三位剧作家远近亲疏的关系看,他

与吕天成、徐应乾无甚交往,而与袁于令交善,故他

心里可能时时存念着袁于令的剧作。因此,即便他

知道几个剧本之间的先后顺序,甚至也最先读到吕

天成、徐应乾的剧本,但他在写《远山堂曲品》时也极

有可能无意识地忘记或者忽略它们之间的先后顺

序,而拿好友的剧作作为蓝本去评别人的作品。

注释:
①吴柏森《我亦江边憔悴人———古代屈原戏鸟瞰》(《宜昌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和王学秀《杂谈屈原戏》(《当代戏剧》1997

年第2期)将它们称为“屈原戏”。

②袁于令,正史无传,其生平资料散见于陈继儒《题西楼记》、毛先舒《赠袁箨庵七十序》、董含《三冈识略》、龚鼎孳《定山堂诗

集》、曹溶《静惕堂诗集》、彭而述《读史亭诗集》、袁栋《书隐丛说》以及《吴门袁氏家谱》、《江陵县志》、《荆州县志》、《吴县志》等

文献中。今人孟森《西楼记传奇考》(《心史丛刊》二集)、徐朔方《袁于令年谱》(《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李复波《袁

于令的生平及其作品》(《文史》第二十七辑)、陆萼庭《谈袁于令》(《清代戏曲家丛考》)等文对这些文献钩沉爬梳,对袁于令做

了比较全面的考证。本文对袁于令的生平简介对这些成果有所参考。

③祁彪佳,生平资料见《明史》卷二百七十五、《祁忠敏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3册)和《祁彪佳文稿》等文

献。

④谭坤《祁彪佳与晚明曲家交游考》(《中华戏曲》2007年第1期)和赵素文《晚明戏曲家祁彪佳与袁于令的交游》[《九江学院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第2期]两文有比较详细的考证。

⑤关于袁于令的科举出身有进士、贡士、贡生三种说法,李复波《袁于令的生平及其作品》(《文史》第二十七辑)考证认为当是贡生。

⑥其中“那曾有名士甘就时趋”、“禁他做绮丽语”、“还须屛外游,锁书斋,限功夫,精神方聚”、“正是与君一面语强看十年书”为

唱词。

⑦参:徐朔方《袁于令年谱》(《浙江社会科学》2002第5期,157页)和李复波《袁于令的生平及其作品》(《文史》第二十七辑,2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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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吕天成的传奇剧目,各书著录不一。吴书荫在《曲品校注》附卷三《吕天成和他的作品考》(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35页)中
考证得出共有十三篇,兹从之。

⑨遗漏这两剧的如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中华书局1961年版)、《楚辞书目五种补遗》(《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版),崔富章《楚辞书目五种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齐晓枫《明清戏曲中与屈原相关剧目考》(台湾《辅仁

国文学报》第二十一期),王学秀《杂谈屈原戏》(《当代戏剧》1997年第2期)。只提及《双栖记》而忽略《神女》的如徐扶明《关
于屈原的戏曲作品》(《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

⑩引文中有“……”的地方,为笔者省略。“□□”非笔者所加,乃原书所有。

췍췍췍关于《远山堂曲品》最终完成时间,杨艳琪在《<远山堂曲品>为何未收孟氏传奇?》(《戏剧》2004年第2期)一文中考证说:
“《远山堂曲品》的写作在1631年前就已初步完成,后来也未做增补。”本文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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